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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间性视域下的组织管理：

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与何以呈现

孔佳南,  郭    毅
（华东理工大学 商学院, 上海 200237）

摘　要： 在现代组织管理中，人的“主体性缺失”问题依然存在。主体间性视域下的组织管

理不仅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消解，还有助于激发组织活力，实现价值共创。鉴于此，本文进一步分

析和论证了主体间性视域下的组织管理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与何以呈现。结果表明：相较于传

统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组织管理（“主体—客体”），主体间性视域下的组织管理（“主体—主体”）

更注重人在组织中的共生性和协同性；管理的共生性和协同性为管理者与员工的价值共创创

造了条件；知识工作者的大规模涌现使得管理者与员工的价值共创成为可能；知识创造是人工

智能时代知识型员工共创组织价值的主要途径，其中的关键在于隐性知识的显性化；管理者所

要扮演的主要角色则是，建构一个有助于知识型员工获取隐性知识并将其显性化的“场”。本文

对未来管理知识创新的主要启示在于：哲学在管理研究中的作用不仅局限于方法、方法论、认

识论或本体论的间接引导，它还有助于研究者直接阐释新的管理现象并将其理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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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在现代组织管理中，人的“主体性缺失”①（subjectivity-deficiency）问题依然存在（夏甄陶，

1995a，b）。虽然在西方百年管理思想史上，以梅奥、马斯洛、赫茨伯格、麦格雷戈等为代表的人

际关系学派，一直都在密切关注组织中“人”的问题（Herzberg等，1993；Maslow，1987；Mayo，
2003；McGregor，2006）。但是，由于受到科学主义认识论及其方法论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的深刻影响，组织中人的“物化”和人的“异化”问题

依然存在。反映在组织生产过程中则是人的“主体性缺失”，即相较于管理者（或资本）而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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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本文所讨论的人的“主体性”，并非本体论意义上，人作为一般存在物所具有的一般特性，而是活动论（或实践论）意义上，人在对象性活
动中，由于处于主体地位，对与之相关联的客体所表现出来的功能特性，即人在对象性活动中的主体性，包括人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等
（详见参考文献[51]和[52]）。本文所讨论的现代组织管理中人的“主体性缺失”问题，也是建立在对“主体性”的这一理解基础之上。换而言之，
人的“主体性缺失”意味着人在组织中的主体地位及其主体性并未得到充分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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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或生产者）往往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和“被动接受”的状态（高良谋和胡国栋，2012；保罗•格

里斯利，2006；巩见刚和龚祖文，2017；韩巍，2011；埃德蒙德•胡塞尔，2005；蒋显荣，2020）。
兴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方后现代管理学派，对该问题的关注和反思最深刻，他们最

早注意到现代管理理论的阶级属性，以及管理实践中人的“异化”问题（胡国栋，2012；胡国栋和

王天娇，2019；罗珉和李永强，2002；罗珉，2002）。为了将“人”从现代组织管理的束缚中解放出

来，进而凸显人的“主体地位”及其“主体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夏甄陶，1995a，b），后
现代管理学者把目光转向一种新的组织管理范式，即主体间性视域下的组织管理，或称主体间

性管理（intersubjective management）（陈春花，2016；贾利军等，2010；屠兴勇，2021；野中郁次郎

和绀野登，2020）。发轫于现象学家胡塞尔的主体间性视域（埃德蒙德•胡塞尔，2002），关注的是

“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以及“不同主体之间的认识关系”，强调“自我与他者”（“主体—主体”）在
经验世界中的“共在性”以及“共同实践意义”（屠兴勇，2021）。主体间性视域下的组织管理意味

着人在组织中的“主体地位”及其“主体性”将会得到充分尊重，即强调人的平等、自由及其潜能

的释放（贾利军等，2010；屠兴勇，2021）。在此意义上，主体间性管理不仅有助于消解现代组织

管理中人的“主体性缺失”问题，还有助于激发组织活力，实现价值共创（陈春花，2017；野中郁

次郎和绀野登，2020）。现阶段，学者们关于主体间性管理的讨论主要侧重在理论意义上，迫切

需要从实践意义上探讨它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现实性（贾利军等，2010；屠兴勇，2021）。
有鉴于此，本文进一步分析和论证了主体间性视域下的组织管理——何以必要？何以可

能？何以呈现？首先，本文结合后现代管理学者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理论的相关立场和观点，分析和论证了主体间性管理的必要性；紧接着，分析和论证了主体间

性管理的现实意义、实践导向及其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可能性；随后，结合知识创造和概念整合

理论，分析和论证了主体间性管理在组织实践中具体如何呈现；最后，总结了本文的研究结论

及其对现有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的潜在理论贡献，以及本文对未来管理知识创造的启示。本文

的创新点除了试图集中阐释主体间性管理何以必要、何以可能与何以呈现，还试图借助概念整

合理论的相关分析工具，将主体间性管理何以呈现加以具象化和可操作化。

 二、  人的发现和主体性缺失

（一）人的发现与人的“物化”
众所周知，在西方百年管理思想史上，较早关注“人”在组织管理中的重要性并对其展开研

究的是梅奥，是他把“人”拉进了管理研究的视野（斯图尔特•克雷纳，2013；丹尼尔•A.雷恩和阿

瑟•G.贝德安，2014；Mayo，2003）。此前，无论是在泰勒、福特还是斯隆那里，都几乎很难看到

“人的影子”，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工程技术”方面的问题：泰勒发现和确立了工作标准化、科学

测量的作用；福特发现和确立了大规模生产中的“量产制”；斯隆发现和调整了大企业在组织不

同层次中的职能。就像克雷纳在《管理百年》中所说的，“泰勒发现了工作，福特发现了大规模应

用的工作，斯隆组织了工作。但他们没有看见是‘人’在完成工作”（斯图尔特•克雷纳，2013）。
然而，在具体研究中，组织中的人往往又被对象化为一个动物或物理实体，即人的“物化”

（保罗•格里斯利，2006；韩巍，2011；韩巍和席酉民，2009）。后现代管理学者认为，这主要是受到

科学主义认识论及其方法论的影响：一方面，管理研究者在研究组织中人的心理和行为时，往

往像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研究动植物、物理材料那样，站在“主客二分”的立场上，将人对象化

为客体（韩巍和席酉民，2009；胡国栋和王天娇，2019）；另一方面，实证研究范式的使用，如变量

化，使得人区别于动植物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属性等，被单纯还原为“原子式”的物理属性（保罗•

格里斯利，2006；韩巍，2011；韩巍和席酉民，2009；埃德蒙德•胡塞尔，2005）。因此，后现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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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主张将建构主义认识论、方法论引入到组织管理研究中：一方面，强调研究者以“局内人”
视角研究组织中人的心理和行为，而非以“局外人”或第三者视角将被研究者当作客体；另一方

面，强调研究者对被研究者心理及其行为的深描和诠释，而非物理性的还原（保罗•格里斯利，

2006；韩巍和席酉民，2009）。进而主张研究者可以应用叙事学、诠释学、现象学和民族志等研究

方法来建构逼近组织现实的管理知识或理论（韩巍，2011；艾米娅•利布里奇等，2019）。在创业

研究中，尤其是创业机会相关主题的研究正在发生这一转向（杜晶晶等，2018；方世建等，2013；
斯晓夫等，2016）。

（二）人的物化与人的“异化”
人的物化加剧了人在组织中“异化”。在“物化人”基础上，研究者通常会借助计量统计、实

验观察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对组织中人的心理和行为展开形式逻辑的归纳或推演，进而得

出具有“恒常”因果性质的管理理论（保罗•格里斯利，2006；胡国栋和王天娇，2019）。赫茨伯格

的“双因素理论”、麦格雷戈的“X理论和Y理论”、莫尔斯和洛希的“超Y理论”和大内的“Z理论”，
以及目标设置、强化、公平和期望等动机和激励理论，都被看作这类研究的代表性成果（高良谋

和胡国栋，2012；高良谋和高静美，2011）。但是，在后现代管理学者看来，这些研究成果往往是

“外在于”而非“内在于”组织中真实存在的人。首先，它们是建立在“物化人”基础之上；其次，自

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强调了研究过程中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干预或控制（如控制实验）；最后，形

式逻辑的归纳或推理弱化了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情境性、动态复杂性及其社会文化意义（保罗•

格里斯利，2006；胡国栋和王天娇，2019；埃德蒙德•胡塞尔，2005）。换言之，在后现代管理学者

看来，它们不能真实反映组织中人的心理和行为状态。因而当管理者依据这些理论指导管理实

践时，容易加剧人在组织中的“异化”。“内在于”组织中真实存在的人的理论则不同：一是它将

组织中的人视为主体；二是它关注组织中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社会建构性；三是它强调研究者基

于主体间性对组织中人的心理和行为的理解、阐释和诠释（方世建等，2013；斯晓夫等，2016）。
建构主义导向的话语研究、叙事研究被看作是建构此类管理理论的主要途径（杜晶晶等，2018；
张慧玉和杨俊，2016），即此类研究有助于研究者建构无限“逼近”组织管理现实的理论。

人在组织中的“异化”主要与管理的社会属性有关。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与生

产关系理论的相关立场和观点来看，管理具有两种属性，即“管理二重性”：一是管理的自然属

性，即管理是为了满足组织生产效率和生产效果提升的需要，强调管理在组织生产力提升中的

重要性（陈文英，1998；朱蔚文，1983）。这也是现代组织管理一直以来关心的议题；二是管理的

社会属性，即管理是为资本或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强调管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

生产和再生产（陈文英，1998；巩见刚和龚祖文，2017；马克思，2004，2014；朱蔚文，1983）。这一

点恰恰是现代组织管理所忽视的（巩见刚和龚祖文，2017）。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前提下，资本雇

佣劳动，资本掌握了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和控制权。而这对于组织中绝大多数没有或只占有少部

分生产资料的员工（或生产者）来说，他们以及他们的劳动往往会发生“异化”。因为他们以及他

们的劳动、劳动成果并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归管理者（或资本）所有（马克思，2004）。
（三）人的异化与主体性缺失

人的“异化”反映在组织生产过程中则主要表现为人的“主体性缺失”（如图1所示）：一是，

相较于管理者（或资本）而言，员工（或生产者）往往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因为管理者（或资本）

不仅掌握了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和控制权，还掌握了组织生产经营管理的领导权（马克思，

2014）。即便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管理者（或资本）向员工（或生产者）下放了部分剩余价值的

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及部分生产经营管理的领导权（马克思，2014）。但是，员工（或生产者）的从

属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实质性变化。他们依然是在为管理者（或资本）及其剩余价值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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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再生产服务。而且，在持马克思主义立场

的批判管理学者看来，管理者（或资本）的

上述行为，充其量也只能看作他们为获取

更大的剩余价值，而向员工（或生产者）所

做的一种妥协或让步，目的是暂时缓解

劳资双方紧张对立的关系（巩见刚和龚祖

文，2017；蒋显荣，2020；Habermas，1968）。
二是，相较于管理者（或资本）而言，员

工（或生产者）往往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
状态。员工（或生产者）的劳动异化，使得他

们并不是在为自己而是为管理者（或资本）

而劳动（马克思，2004）。即便管理者（或资

本）通常会借助相应的领导激励措施来对他们的心理或行为进行干预，并且还会取得一定的积

极成效，如员工（或生产者）工作积极性的提高、组织承诺的增强等。但是，在后现代管理学者看

来，这也只能看作是员工（或生产者）的一种应激式反应，而非他们自觉主动的行为（高良谋和

胡国栋，2012）。类似地，福列特曾这样描述人在组织中的工作状态，“很多人告诉我应该做什么

事，为什么该去做，但很少有人能真正让我想去做一件事”（Metcalf和Urwick，2003）。换而言

之，人在组织中的主体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人的“主体性缺失”在科层制组织中得到强化。科层制是一种建立在一系列规则和制度基

础之上，由纵向的“权力结构”及横向的“职能分工系统”构成，并由专门人员进行非人格化或技

术化运作的组织结构（王凤彬，2009；竺乾威，2024）。一方面，科层制作为现代组织理性设计的

基础，大大提升了员工（或生产者）在组织中的分工和协作效率，以及组织的生产、运营效果。另

一方面，科层制在现代组织管理中的广泛应用，也生产和再生产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前提下员工

（或生产者）对管理者（或资本）的从属、被动关系，即维持了人在组织中的“主体性缺失”状态。

换言之，科层制将人在组织中的“主体性缺失”状态以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了下来。

近年来，本土优秀企业家也已经充分认识到人在组织中的“主体性缺失”问题，故而开始围

绕组织生产关系的调整进行管理创新和文化变革，以此强化员工在组织中的主体地位及其主

体性。比如，在胖东来商贸集团创始人于东来看来，企业家的最终价值不是通过资本增殖来证

明自己，而是造福企业、造福员工、造福社会、造福人类，最后也造福自己（姚咏梅，2024）。因此，

在胖东来的商业模式中，员工的主体地位及其主体性得到了充分尊重：一方面，胖东来强调企

业为员工和企业家共同拥有，员工和企业家能够平等地参与组织剩余价值的分配（姚咏梅，

2024）。换而言之，在胖东来，组织的生产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即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处于主体地

位而非客体（或从属）；另一方面，胖东来追求“自由•爱”的组织文化，并用制度来加以保障，目

的是让员工拥有尊严、幸福和自由，富有热情地工作和生活，活出生命本该有的状态（姚咏梅，

2024）。换言之，在胖东来，员工的主体性得以有机会充分发挥。

 三、  主体间性管理和价值共创

（一）主体性缺失与主体间性管理

目前看来，学术界对现代组织管理中人的“主体性缺失”问题，关注和反思最为深刻的是兴

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方后现代管理学派，是他们最早注意到现代管理理论的阶级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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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者自行绘制，下同。

图 1    “主体性缺失”在组织中的意象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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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管理实践中人的异化问题（巩见刚和龚祖文，2017；罗珉和李永强，2002；罗珉，2002）。为了

将“人”从现代组织管理的束缚（从属地位和被动接受状态）中解放出来，进而凸显人的“主体地

位”及其“主体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以激发组织活力。后现代管理学者开始把目光转

向了一种新的组织管理范式，即主体间性管理（陈春花，2016；贾利军等，2010；屠兴勇，2021；野
中郁次郎和绀野登，2020）。

主体间性主要指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埃德蒙德•胡塞尔，2002；屠兴勇，2021）。
区别于传统自我中心主义意义上的“主客二分”关系（主体—客体），主体间性体现了主体与主

体之间的交互关系（主体—主体），强调人的“主体性”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可延伸性（屠兴勇，

2021）。主体间性视域的核心要义是承认“他者”（包括他者的意识和经验以及外部世界）的现实

存在（埃德蒙德•胡塞尔，2002），承认“自我”可以通过类比等形式，经验或感受到“他者”的自我

的存在，即承认自我与他者之间的“通达性”（屠兴勇，2021）。而且，自我与他者共存于这个彼此

都能理解的主体间性的世界中，都是这个世界的主体。任何“自我”相对于“他者”而言，都不具

有优先性，更不能决定、支配他者（屠兴勇，2021）。换而言之，“他者”是“自我”不可分割的共同

体，两者表现为彼此相互平等的关联性关系，共同构成了共在的世界（屠兴勇，2021）。与此同

时，主体间性视域也彰显了“自我”与“他者”在经验世界中的共同实践意义（屠兴勇，2021），即
以“共存”为出发点，来达到自我与他者的实践“共鸣”，实现自我与他者的“意向性”互动，从而

建构“交互主体性”关系，即命运共同体（野中郁次郎和绀野登，2020）。
主体间性视域下的组织管理有助于消解现代组织管理中人的“主体性缺失”问题，具体表

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主体间性管理强调人的平等，主张组织管理范式从“等级森严”向“平等对

话的人际关系”转变；第二，主体间性管理强调人的自由和解放，主张将人从现代管理的束缚中

（从属地位和被动接受状态）解放出来，人不再是被支配、被控制的对象；第三，主体间性管理强

调人的潜能释放，主张将人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看作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持久动力

（陈春花，2016；贾利军等，2010；屠兴勇，2021）。换言之，主体间性管理意味着人在组织中的主

体地位和主体性会得到充分尊重，即强调人的平等、自由和解放及其潜能的释放。

（二）主体间性管理与共生协同

相较于传统自我中心主义的组织管理（“主体—客体”关系），主体间性视域下的组织管理

（“主体—主体”关系）更注重人在组织中的共生性和协同性，即“共生协同”（如图2所示）。具体

表现为组织及其领导者致力于打造一个全员共同参与、权责利对等的组织运作模式，强调组织

与其成员之间不再是单纯的服从、雇佣关系，而是一种平等、合作的关系（陈春花，2016）。此外，

主体间性管理也更注重组织与外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生协同”，包括消费者、供应商、竞

争者、政府以及价值链网络上的各潜在利益相关者。具体表现为组织及其领导者致力于营造或

融入一个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共生生态系统，即将组织“生态化”、活动“社群化”，并从中收获

生态红利，包括获取共享红利、共生红利和系统红利（席酉民和刘鹏，2019）。
网络型组织为人在组织中的“共生协同”关系提供了制度性保障。网络型组织是一种建立

在契约关系基础上，以现代信息技术及其网络平台为支撑，由活性结点及其网络联结构成的有

机的组织结构（林润辉和李维安，2000；孙国强，2001）。一方面，网络型组织强调利用不断涌现

的新技术新应用来实现人与人、人与物和人与组织以及组织与社会之间的合理分工与高效协

同。另一方面，网络型组织也强调个人根据愿景和使命以及各自所扮演的角色、承担的责任，灵

活合作。因此，相较于科层制组织注重正式治理机制的作用，网络型组织更强调“社会和信任

等”非正式治理机制的作用。其中，社会机制包括进入壁垒、联合制裁、宏观文化和声誉等，信任

机制主要包括基于制度的信任和基于社会人际关系的信任（胡国栋和罗章保，2021；孙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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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张迎新等，2019）。换言之，非正式治

理机制保障了网络型组织共生协同效应的

实现。在此意义上，网络型组织生产和再生

产了人在组织中“共生协同”的关系。

（三）共生协同与价值共创

管理的共生性和协同性为管理者与员

工在组织中的价值共创创造了条件。早在

科学管理时代，管理思想家福列特就主张

资本和劳动之间不应该是对立的斗争关

系，而应该是一种真诚的合作伙伴关系，如

此他们才能为共同的目标，共同努力、共同承担责任，进而共同创造价值，即价值共创。当时她

提出，劳资双方应该通过“整合”的方式去解决双方的利益矛盾，而不是通过压制或妥协

（Metcalf和Urwick，2003）。压制或妥协归根究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它们没有进行创造，

因此也就没有活力。与此同时她还给出了整合的具体指导性建议：劳资双方重新思考它们的关

系；开诚布公地分享信息；避免“一方所得即为对方所失”；发挥创造力，从多个角度来考察彼此

的差异，并将困难视为“我们大家的困难”，而不是“你们的困难”；在相互尊重、理解和充分讨论

的基础上，找到让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丹尼尔•A.雷恩和阿瑟•G.贝德安，2014）。这样一来，

劳资双方就不存在谁被谁支配或谁从属于谁的问题。在一个组织内部不同层次上承担工作职

责的所有成员，都是在为他们整合后的目标服务，而不是为“他者”的目标服务（玛丽•帕克•福

列特，2013）。
价值共创意味着管理者与员工需要改变他们对管理角色的认知。以往人们在管理者和被

管理者之间人为地划分了一道等级界线，但实际上它并不存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只有角

色、职能或分工的区别，而不存在地位等级上的差异（玛丽•帕克•福列特，2013）。比如，领导和

追随，领导也并非代表某种形式的控制、强迫或利用，而是意味着赋予他人自由，把他人培养成

未来的领导。就像老师对学生所做的最大贡献那样，增加学生的自由度，即拓展学生思考、活动

和施展影响力及控制力的范围。追随也并非代表某种形式的被控制或被利用，而是意味着一种

合作的关系。而且所有人都应该参加领导，而不仅是追随。只有参加领导，他们才会更具有责任

意识，才会更加积极地为实现自己的社会性目的而主动作为。同样，领导也应该参加追随，只有

参加追随，他们才有可能将个体、群体和组织的目标进行有效整合（斯图尔特•克雷纳，2013）。
（四）价值共创与知识创造

知识工作者的大规模涌现使得管理者与员工的价值共创成为可能。细心的学者通过对泰

勒早期的文本进行梳理后发现，科学管理实际上是建立在“价值共创”理念基础上提出来的（郭

英和高良谋，2009）。泰勒认为，组织实行科学管理的前提是劳资双方在思想上完成一场“心理

革命”，即“（劳资）双方不再把注意力放在盈余上，不再把盈余分配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他们

把注意力转向增加盈余，把盈余增加到足以使如何分配盈余的争论失去必要性的程度”
（Taylor，2007）。“若非工人们从思想上彻底革新了对自身以及对雇主义务的认识，又若非雇主

们从思想上彻底革新了对自身以及对工人的认识，科学管理无法存在，也不可能存在。”（斯图

尔特•克雷纳，2013）但实际上，由于当时劳资双方矛盾激烈，产业工人对雇主缺乏信任，劳资双

方的心理革命并未真正实现过（郭英和高良谋，2009）。直到知识工作者的大规模涌现及其在社

会、组织生产力提升中的作用和重要性增强，使得除物质生产资料以外，“知识”也开始成为一

 

经济组织

 
图 2    “主体间性管理”在组织中的意象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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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资本，并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巩见刚和龚祖文，2017）。此时，劳资双方才逐渐向泰勒所期望

的心理革命推进，即管理者和员工开始将注意力向组织价值的共创转移。

知识工作者的大规模涌现使得社会、组织的生产关系逐渐发生变化，不同于产业工人，知

识工作者成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他们不仅能够凭借其所占有或创造的知识（人力资本）与物

质资本所有者分享剩余价值的索取权和控制权，还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分享组织生产经营管理

的领导权（傅绍文和邓秋云，2004）。换言之，管理者和员工在组织中的价值共创具备了“新的生

产关系”基础，即知识型员工既是资本的所有者，也是生产和再生产资本的劳动者。

知识创造是知识型员工共创组织价值的主要途径。人工智能时代，知识工作者的队伍仍在

壮大，他们在社会、组织生产力提升中的作用及其重要性也仍在增强（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

2019）。德鲁克在1999年世纪之交曾表示，新世纪管理者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提升知识工作者

的生产与合作效率（Drucker，2007）。类似地，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也曾表示，未来真正

卓越的组织，只会属于那些探索出如何让知识型员工释放出最大潜能的学习型组织。因为，光

靠一个人已经无法满足组织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无论此人是福特还是斯隆（彼得•圣吉，2009）。
换而言之，未来需要管理者与知识型员工一起共创组织价值（陈春花，2017）。既然如此，那么在

具体的组织实践中，知识型员工究竟如何进行知识创造？管理者在员工的知识创造过程中又该

扮演何种角色？即主体间性视域下，管理者与知识型员工的价值共创何以呈现？

 四、  知识创造和“场”的建构

（一）知识创造与隐性知识

隐性知识是知识型员工进行知识创造的主要来源（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2019；野中郁

次郎和绀野登，2020）。按照波兰尼的说法，隐性知识是个体通过把自己与客观事物联系起来创

造出来的，即通过栖居于（indwelling）个体所把握的对象的细节之中而获得（迈克尔•波兰尼，

2021；郁振华，2012）。言下之意，它并非个体通过第三视角对其所要把握对象的客观分析而获

得。这种知识是高度个体化和高度情境化的，它深深地根植于个体的行动和经验之中（野中郁

次郎和竹内弘高，2019）。个体主观的洞见、直觉、灵感或预感等通常都属于这种类型的知识。相

较于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显性知识，默会知识通常很难用语言予以表达（但是并非完全不能通过

语言表达）。因此很难与他人分享（郁振华，2012）。但是在人们的整个知识体系当中，显性知识

往往只是冰山一角。正如波兰尼所说，“我们所知道的，远远比我们所能言传的要多得多”（迈克

尔•波兰尼，2021）。
共情能力（Empathy，或译作同理心）使得知识型员工获取隐性知识成为可能（野中郁次郎

和绀野登，2020）。共情能力是指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换位思考、换位感受的能力（肖知兴，2018）。
它是人认知和情感能力的集合体：认知能力是指个体辨别和命名他者情感状态以及采择他者

观点的能力；情感能力则是指个体的一种情感反应能力。在这两种能力的交互作用下，个体产

生了共情（肖知兴，2018）。现象学家胡塞尔的学生舒茨所举的“人们如何理解伐木工人心中想

法”的例子（野中郁次郎和绀野登，2020），用在此处正好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阐释共情能力如

何帮助人们获取隐性知识。总结下来主要有以下三个关键步骤：①人们从自我具身性的感知出

发，体会假如我们是伐木工人，会如何完成伐木行为？②想象我们将会经历怎样的体验？③我们

把他人行为的目的（或目标）投射为自己的目的（或目标），并想象我们实现这个目的（或目标）

时的体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过去沉睡的记忆（经验和知识等）被唤醒，并与其身体感知相交

融，隐性知识便由此产生了，即获得隐性知识，包括共享他人的隐性知识（经过步骤①和②）和

创造属于个人的新的隐性知识（经过步骤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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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隐性知识及其显性化

知识型员工进行知识创造的关键在于隐性知识的显性化。这一知识转化和知识创造的过

程通常体现在“新概念”的创造过程中，而且主要是由对话和集体反思所触发。意象性表达往往

是员工将那些隐藏的、难以言传的隐性知识表达出来的主要途径（野中郁次郎和竹内弘高，

2019）。认知语言学者Fauconnier以心理空间理论为基础所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论（Fauconnier，
1997），为我们进一步阐释知识型员工如何围绕具体的组织业务或管理实践（如产品或服务开

发、战略制定、组织变革、组织文化建构、商业模式创新等），通过意象性表达来将隐性知识显性

化，即创造新的说法、主张或概念，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理论分析工具。心理空间是人类认知的基

本工具，它通常指的是用来描述储存在人们头脑当中暂时动态的话语、动作、信息或符号等的

集合体（Fauconnier，1997）。在我们这里则可以具体理解为存在于员工头脑当中、与组织实践相

关的隐性知识的一种意象性表达。其中，蕴含了隐性知识的一些基本线索。

参照概念整合理论，知识型员工围绕具体的组织实践将隐性知识显性化，大致需要经历以

下四个关键环节。

（1）在对话、交流、讨论或观察中，知识

型员工将其头脑中与组织实践相关的隐性

知识的基本线索表达出来，包括话语、动

作、信息或符号等，从而激活两个或多个

“心理空间”，即输入空间a和输入空间b（为
了便于表达，此处仅以两个人之间的互动

为例，如图3所示）。

（2）在持续地对话、交流、讨论和观察

中，知识型员工相互理解和相互体会不同

心理空间（a，b）之间所蕴含的“相似性”（共
情能力的作用）。比如，一些共有的抽象结

构、组织、符号和要素等（“比喻”在其中扮

演了关键角色①，人们可以借助比喻等话

语修辞手法，将他们所知道的放在一起，并

开始表达他们所知道、但难以言表的），从而形成“相似空间”（如图4所示）。

（3）在持续地对话、交流、讨论或观察中，知识型员工以“相似空间”为参照，对两个“输入空

间（a，b）”中的基本线索进行分析、比较、归纳或推理等，从而形成为组织成员所共享的新的心

理空间（整合空间，如图5所示）——这就是知识型员工共同创造出的组织层面的新的共享隐性

知识。

（4）在持续地对话、交流、讨论或观察中，知识型员工围绕组织实践将“整合空间”中的基本

线索进行动态整合、完善或拓展（即诠释，见图6中正方形），并以话语的形式加以表达，从而形

成新的概念（如图6所示）——这表明知识型员工共同建构了组织层面可以分享和传播的显性

知识。

（三）隐性知识显性化与“场”的建构

在上述意义上，组织管理者所要扮演的主要角色则是，建构一个有助于知识型员工获取隐

性知识（包括共享和创造隐性知识）并将其显性化的“场”。通过这个“场”将融入其中的每个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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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知识型员工的隐性知识被激活

 ①“比喻”的本质通常是以一种事物去理解、体验另外一种事物。即从一个人们比较熟悉且易于理解的“源域”（source domain）中，去构造
概念映射到一个人们不太熟悉且相对难以理解的“目标域”（target domain），以表达类似或相同概念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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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认知、经验、直觉或知识等汇集起来，

进行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组织实践活动（野

中郁次郎和绀野登，2020）。无论是产品或

服务的开发、组织战略的制定，还是组织变

革的推动、组织文化的建构和商业模式的

创新，等等。而所谓“场”，主要是指一个“共
享知识的动态语境或意义空间”（野中郁次

郎和绀野登，2020）。置身其中，组织成员之

间处于一种心领神会的状态。有时只需要

一个眼神、一句话或一个（或一连串）相对

简单的动作行为，信息和知识或意义的传

递就能较为顺畅地进行，表现出较强的通

达性。这里的“场”类似于人类学者霍尔在

研究跨文化交际时所说的“高语境”。在霍

尔看来，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会更多地

受到语境的影响。信息和意义的传递也会

更多地依赖于交际者的意会，而非事无巨

细、精确编码的话语性表达。话语性表达通常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冗余性，但也使得信息和意

义的传递具有一定的开放性。沟通和交流的形式和内容可能相对简单，但信息的承载量却相对

较大。互动的效率、效果也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会有所提升（爱德华•霍尔，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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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知识型员工共享隐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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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知识型员工共创隐性知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输入空间a 输入空间b

a b

相似空间

整合空间

共情能力

隐性知识

隐性
知识

隐性知识

隐性
知识

显性知识

 
图 6    知识型员工共创显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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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可以由多个层次构成，包括物理

性（如办公空间）、技术性（如信息系统）、社

会性（如信任）和认知性（如思维）等（野中

郁次郎和绀野登，2020），但基础是具身性。

说到底，它主要与人们如何理解自身这一

根本性问题密切相关。哲学家黑格尔认为

“我们就是我，我就是我们”是自我存在的

基本方式（黑格尔，2017）。换而言之，我们

的存在必须建立在共同和相互关联的形态

基础上，即前文提到的主体间性（埃德蒙

德•胡塞尔，2002）。梅洛-庞蒂则继而将其

理解为身体间性（莫里斯•梅洛 -庞蒂，

2010），即人们以身体感知为基础，通过交

互相互渗透而产生的一种“关联性”。认知心理学家瓦雷拉继承了梅洛-庞蒂的思想进一步提出

了具身心智和具身认知的概念（Varela，2017），即个体通过身体感知与他人互动和交往而获得

的隐性知识。换言之，具身性的场是人们所栖居的场所，人们以场为媒介进行互动来获得隐性

知识（如图7所示）。

总之，管理者可以通过“场”的建构，来促进知识型员工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即“有组织的”
调动潜藏于组织成员内心深处的隐性知识（包括共享和创造隐性知识并将其显性化）以实现价

值共创。野中裕次郎等人将此称作“迈向共同体的管理”（野中郁次郎和绀野登，2020），即以知

识工作者的具身感知为基础，将组织打造成为一个自由、平等和开放，同时又充满活力的工作

空间。融入其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将有机会根据共同体生存发展的需要，自觉主动地承担责任，

释放自我的潜能。伴随其而来的则是组织创新力、生产力、生存力、竞争力和发展力等的提升。

 五、  结　论

本文认为，在现代组织管理中，人的“主体性缺失”问题依然存在，具体表现为员工在组织

中往往处于一种“从属地位”和“被动接受”状态。相较于传统自我中心主义的组织管理（“主体—
客体”），主体间性视域下的组织管理（“主体—主体”）更注重人在组织中的共生性和协同性；管

理的共生性和协同性为管理者与员工的价值共创创造了条件；知识工作者的大规模涌现使得

管理者与员工的价值共创成为可能；知识创造是人工智能时代知识型员工共创组织价值的主

要途径，其中的关键在于隐性知识的显性化；管理者所要扮演的主要角色则是，建构一个有助

于知识型员工获取隐性知识并将其显性化的“场”。
在上述意义上，主体间性视域下的组织管理可以看作是一种以人为本的管理。所谓以人为

本的管理通常是指将注意力聚焦在人身上（无论是人的情感、动机、认知或意志，还是思维、观

念或行为），以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为出发点的管理理念（兰邦华，2000；罗珉，2008；姚作为，

2003）。只不过，主体间性视域下的这种以人为本的管理，要明显区别于那些单纯以人为工具或

手段，来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人本主义管理（罗珉，2008；姚作为，2003），它更多的是以人的

平等、自由和解放及其潜能释放为前提，来实现人的价值的最大化（贾利军等，2010；屠兴勇，

2021）。换言之，主体间性视域下的组织管理不仅强调依靠人，还强调为了人，即人不仅仅是工

具和手段，更重要的还是目的。因此，在价值指向上，主体间性视域下的组织管理更接近苏东水

等人“人为为人”的管理理念，强调了管理的“为人性”（苏东水，2005）；在实践指向上则更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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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具身主体在场中互动的意象化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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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敏“人单合一”和任正非“以奋斗者为本”的管理理念，强调了管理的“人为性”，即充分发挥

人的主体性以实现价值共创。

本文围绕主体间性视域下的组织管理而展开的探索性研究，对未来管理知识创新的主要

启示在于：哲学在组织管理研究中的作用不仅局限于方法、方法论、认识论或本体论层面的间

接引导，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助于研究者直接阐释新的组织管理现象并将其理论化（曾荣光，

2020；井润田和朱芙蓉，2021）。具体而言，在本文，“主体间性”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哲学用语，而

是一个有关组织管理的视域导向或价值主张。对于组织管理而言，导入主体间性视域的理论和

实践意义在于，它强调了人在组织中的平等、自由和解放及其潜能的释放，注重管理的共生协

同以及组织价值的共创和共享。进而本文结合知识工作者大规模涌现所带来的生产关系变化，

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管理者与员工在具体组织实践中的价值共创何以呈

现。换而言之，主体间性视域在组织管理中的导入为管理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空

间，同时也为新的理论化或管理知识创造提供了一种可能性（Tsoukas等，2024）。
本文借助概念整合理论的相关分析工具，将管理者与知识型员工在组织实践中的价值共

创何以呈现加以具象化和可操作化，仍属抛砖引玉之举。未来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结合本土组织

与管理的典型案例来深入挖掘价值共创过程中的诸多关键要素和关键机制。比如，管理者如何

才能建构出一个有助于人们共享和创造隐性知识并将其显性化的场？这个场通常具有哪些特

征？在知识型员工围绕组织实践将隐性知识显性化的不同环节，管理者如何能进行有效干预或

引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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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vity: Why Is It Necessary,

Possible, and Presented?

Kong Jianan,  Guo Yi
（School of Busines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the problem of “subjectivity-deficiency” still
persists.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vity not only helps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but also stimulates organizational vitality to achieve value co-creation.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further analyzes and argues why intersubjective management is necessary, possible, and presented.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mpared to traditional self-centered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subject-
object”),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subjectivity (“subject-subject”) places
greater emphasis on the symbiosis and synergy of individual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the symbiosis and
synergy of management create conditions for value co-creation between managers and employees; the
large-scale emergence of knowledge workers has made it possible for managers and employees to co-
create value; knowledge creation is the primary pathway for knowledge workers to co-create
organizational value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ith the key lying in the explicitation of tacit
knowledge; the main role of managers is to construct a “field” that facilitates knowledge workers in
acquiring tacit knowledge and making it explicit. The main inspiration for future management
knowledge innovation in this paper is that the role of philosophy in management research is not limited
to indirect guidance from methods, methodologies, epistemology, or ontology. It also helps researchers
directly interpret new management phenomena and theorize them.

Key words:  subjectivity-deficiency;  intersubjective management;  value co-creation;  tacit
knowledg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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